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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四年（1665）之前，以陈子龙、李雯和宋征舆为代表的云间词坛，以西陵词派为代表的杭州

词坛，以魏学濂、钱继章、曹尔堪为代表的嘉善词坛，以陈维崧、邹祗谟与董文友为代表的常州词坛，以

王士禛为代表的扬州词坛，创作大体还是沿袭晚明旧习，作品调式多以小令为主，内容以风花雪月与

闺情别怨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为轻软柔媚的婉约词风。总体而言，江南词坛笼罩在婉约的花草词风

之下。这种状况因“江村唱和”与“广陵唱和”而发生了改变。康熙四年（1665）三月，曹尔堪、王士禄与

宋琬在杭州发起了调寄《满江红》的“江村唱和”。同年五月，曹尔堪、尤侗与宋实颖在苏州追和“江村

唱和”，可看作是“江村唱和”的继续。康熙五年（1666）十月，曹尔堪、陈维崧等在扬州词坛发起了调

寄《念奴娇》的“广陵唱和”。从“江村唱和”到“广陵唱和”，作品调式变传统的小令为长调，内容上从传

统的表现闺情别怨变为抒发侘傺不平郁积愤懑的个体情感，风格上变婉约为豪放，既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也反映了清词演变的趋势，推动了稼轩词风在江南词坛的兴起和播扬，使稼轩风逐渐成为江南

词坛创作的主流，在清初稼轩风乃至清词的演进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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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康熙四年发生的“江村唱和”，促进了稼轩风在江南词坛的兴起和传播，是江南词坛词风由

婉约转向豪放的一次标志性唱和活动。康熙五年发生的“广陵唱和”，推动稼轩风逐渐成为江南词坛乃至清

初词坛创作的主流。“江村唱和”与“广陵唱和”分别调寄《满江红》《念奴娇》，是由唱和所抒发的情感性质决

定的，也与词调及韵脚具有的抒情特征密切相关。从“江村唱和”到“广陵唱和”，清晰地反映了江南词坛稼

轩风的流变轨迹，在清初稼轩风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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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村唱和：稼轩风的兴起与传播

康熙四年（1665），这在清初词史上是一个重要年头。这一年的七月，王士禛离开了扬州，这似乎

象征着花草词风在江南词坛的影响将逐渐式微。也许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但笼罩广陵词坛已久的

花草词风在他离开扬州不久，就面临着新的词风的冲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在他离开扬州的同一

年三月，他的兄长王士禄南游杭州，在西湖邂逅了宋琬和曹尔堪。三人都刚刚经历了个人变故，相似

的人生经历导致了相似的人身感受，促成了彼此感情上的共鸣。王士禄向曹尔堪出示了两首词作，为

次韵曹尔堪《满江红·江村》之作，曹尔堪见猎心喜，次韵再作，并让宋琬属和。三家“往复用韵，遂各得

八首”，后结集为《三子唱和词》。严迪昌在《清词史》中称这次唱和为“江村唱和”。不久之后的五月，

曹尔堪、尤侗和宋实颖在苏州追和《满江红·江村》词，各做八首，结集为《后三子词》，这次唱和可看作

是“江村唱和”的继续。总体看来，“江村唱和”在作品内容和风格上都展示了新的倾向，呈现出悲慨苍

凉的稼轩之风，是江南词坛乃至清初词坛词风由婉约转向豪放的一次标志性唱和活动。

首先，就作品的内容来看，“江村唱和”词一改前期词坛描摹山水风月、花草虫鸟的旧习，更多地表

现个人的穷愁潦倒、抑郁不平之怀，寄寓着强烈的现实之感。如宋琬的《满江红·予与顾庵、西樵皆被

奇祸得免》云：

ɞ ɟ ← ɞ ֜ ӑ ɟ

ͽɟ ɞ ɟ ͺ ɞΖ ɟА כֿ

Ψ ɟ щ Ἒ ᾤ ɞ ͼж ɟ[1]

慷慨悲歌，满腔愤懑力透纸背，展示了刚刚经历人生重大变故的宋、曹、王三家所共有的沧桑变幻之

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它看成是对清廷酷政的愤怒控诉，是那个时代倍受压抑的士人共同的心

声，具有深广的现实性。

曹尔堪的唱和词亦具有相似特征，其《满江红·同荔裳观察、西樵考功，湖楼小坐，困忆阮亭祠部》

云：

Ζ╧ ɞἱ ɟ ɞ ж ɟ ᵢ

ὑ ͽɟ ɞ ɟ ɟΎ ᶿ ε

΅ ᵋ ɟъ ҍ Ә ẹ ε ɟ ○ ɞ ӯ ɟ[2]

亦是抒发身世之感的一腔忧愤之词。曹氏虽免受牢狱之灾，但家破途穷，失去了仕进之路。这对于曾

经官至翰林学士的曹尔堪来说，是一个极为难堪的处境。愤懑不平之感抑郁于心，发而成词，使得这

首《满江红》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与曹、宋二人相比，王士禄的词似乎要显得含蓄，其和词《满江红·用曹顾庵江村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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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寿》[1]词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ҍ ɞ ɟ ︢εɞ Ằɟ Ϣ ᵇ װ

ɟ ɞͼ║ϙ ɟ ɟ Ї ɟ ӑ

+ ɟϔ Δ ΅ ɟ ц ɞ ԍ ᾤ ɟ[2]

悲慨高歌，不平之气冲贯而出；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气势激宕而词意发露，大不同于前词，显然是刚

出狱后不久所作。其另一首词《满江红·用孙风山韵》亦具同样的风格：

Ἥ ɞ ɟ ӑҸɞͫ ͫ ɟ ◒ χ

ɟ︢ цɞ ִ Ɑ ɟ ΅ ɟ ɟӂͫ

ͼ ɟ◒ ҍҍ ṿ ɟϛ ɞ֜ ɟ[3]

此词写作的时间当和自寿词写作的时间相差不远，都是穷愁之极而作。陈维崧在《炊闻巵语序》中所

作的一番议论可谓知音：

ł ͼ φЇ Ẉ ◑ Њ Т Ԛ᷇΅  Њ

ΨɟẈ Ά ε ɞ ɞᴀ ɞ Ύׂש ε שׂ ӑ Ń

ł Ẉ φ Ẉ φ φ ϛ ŅŅ Ẉ φ Ὦӑ Њ

ᾤ ׳ ᾤ φЇΆ φЇ ׳ Ϛṿ ΅

Ẁ ɟ ẹ ε ɟŃ ł ΅

מ ξц φɟ Ύ ɟŃ[4]

所谓“穷”，正是特定的时代强加于士人的不公平的际遇，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悲慨激越的稼轩词风

就成为这个时代文人心仪的选择。检索王士禄《炊闻词》，我们发现其中《满江红·生日自寿》一词的创

作，在时间上早于“江村唱和”，词人已经用《满江红》词调来抒发内心的积慨。这表明1660年代的清

初词坛，悲慨激宕的豪放词风，已经成为词人抒发内心抑郁不平之感的重要选择，“江村唱和”的发生

正是这种选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选择的集中表现。参与唱和的曹尔堪、宋琬、王士禄都是清

初词坛的名家，在词坛有广泛的影响，其后的追和活动纷纷而起。同一年的五月，曹尔堪、尤侗和宋实

颖在苏州追和《满江红·江村》，又各做八首。其他追和者亦不在少数。严迪昌描述追和的情形，云：

“南北词人应声而和者数以十计，借题发挥，以抒胸臆，蔚为盛事”[5]，可见这次唱和引起了词人们广泛

的追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稼轩风在词坛的传播。

其次，从创作风格来看，“江村唱和”词一改清初宗奉花草词风的习惯做法，以稼轩词为圭臬，表现

为悲慨苍凉的豪放词风，标志着清初词体创作由婉约转向豪放，是清词发展的新阶段，也是稼轩风发

展的新阶段。此处所谓“稼轩风”，就是指“江村唱和”词表现出来的悲慨苍凉的创作风格，这是辛弃疾

多元词风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表面看来，唱和词表现出来的稼轩风，是宋代稼轩风的回归。但这种回

归不是词史的简单重演，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具有新的历史内涵。具体而言，在内容上，

《满江红》唱和词大多抒发个人内心的抑郁不平的情感，这种情感更多指向个人的际遇，与辛稼轩词中

关注国家兴亡的情感指向并不一致。辛稼轩词风的形成，其背景是中原沦丧、神州陆沉；其抒发的是

[1]王士禄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词中言“三十九年过”，则该词为三十九岁生日时作，其时为康熙三年，在”江村唱

和”的前一年。

[2][3]《全清词·顺康卷》第8册，第4739页，第4739页。

[4]〔清〕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二，清康熙刻本。

[5]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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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豪杰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慨与愤懑之情。虽然是个人的情感，但情感背后的价值，指向了家国的兴

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而《满江红》唱和词所抒发的情感，在内容上亦表现为个体的牢骚不

平，但情感背后的价值追求，指向的却是个体的沉浮荣辱，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唱和的曹、宋、

王三家，都刚刚经历个人的不幸，造成他们不幸遭遇的原因或许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但却不是主要的

原因。他们在词里慨叹的，更多的是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个体的际遇和追求是作品要表现的

中心。在思想情感上的这个特征，使得《满江红》唱和词的词意往往不够深厚。与宋代的稼轩风相比，

意境往往显得不够阔大，情味也不够深厚，很难给读者强烈持久的精神冲击和影响。但从另外一个角

度看，《满江红》唱和词专注于个体情感的抒发，却是清词表现出来的新的变化，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

审美内涵，标志着稼轩词风演进的新阶段，在词学发展的历史上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二、广陵唱和：时代印记与稼轩风的潮流

扬州古称广陵。康熙五年（1666）十月，曹尔堪、陈世祥、陈维崧等人在扬州红桥倡导发起了调寄

《念奴娇》唱和。唱和的作品结集为《广陵唱和词》，所以这次唱和一般被称为“广陵唱和”。据《广陵唱

和词·序》记载，参与这次唱和的词人共有十七家，分别是宋琬、曹尔堪、王士禄、陈世祥、邓汉仪、范国

禄、沈泌、季公琦、谭迁、程遂、孙枝蔚、冒襄、李以笃、陈维崧、孙金励、宗元鼎和汪楫。每家作词十二

阕，共作词二百零四首。与康熙元年《浣溪沙》唱和只有十家、每家作词三阕、总共作词三十首相比，人

数规模和词作数量远超过前次。规模上的这个特征表明，词坛领袖人物王士禛离开扬州，扬州词坛的

创作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唱和规模却有扩大的趋势。

从内容和风格看，调寄《念奴娇》唱和词或抒发词人内心抑郁不平的愤慨，或表现词人旷达超脱的

态度，或兼而有之，主要表现为悲慨激宕的稼轩风，兼有超脱旷达的苏轼词风，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

记。康熙四年之前，是清统治者在政治上进行调整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南方各地抗清的烽火还在继

续燃烧，另一方面，随着南明小王朝的相继覆灭，张煌言、郑成功等主要抗清力量的相继溃败，清廷在

中国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固，这使满清统治者敢于在政治上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不断地加强威治。他

们相继利用“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和“奏销案”，对暗中不满新朝统治的江南汉人进行严厉的打

击。特别是“科场案”和“奏销案”，打击手段之威酷，牵涉人数之广，令人触目心惊。孟森对此曾有论述：

Ή ╧ ϛɟ ɞ ɞ ɞ ͺ ╓ж ὦ

φЇɟ Т ɦΖ╞ ɧ ΅ ɟЈ ӕ жж ж ιẹЇ

ɟѡ φ╪ Щ Ψ ΅ φ ӑ ΐЊ φ

π φ ɟ[1]

时任江苏巡抚朱国治，以抗粮为名，黜降缙绅官吏，在籍秀才、举人和进士全部革去功名，官吏概行降

两级调用，总共涉及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以一案而涉及人数如此之多，在历史上比较罕见。可见，

“奏销案”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案件，它是清廷藉此打击江南士人的借口。其实，“辛丑前后横遭鞭

扑甚至毕命者，不可胜数”[2]。“特当时以故明海上之师，积怒于南方人心未尽帖服，假大狱以示威”[3]，其

手段之严酷，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江南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创伤。江南词坛著名

词人曹尔堪、黄永、邹袛谟等皆因“奏销案”的牵连而落职，这在他们内心激起了巨大的震动，惊悸、愤

怒、不满、悲怆等种种复杂的情感积聚在他们的内心。为寻求精神慰藉，他们之间需要心气相通，需要

[1][2][3]孟森：《心史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第14页，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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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艺术形式来宣泄他们内心的痛苦。而在威权高压的恐怖氛围下，很难找到比集会唱和更合适

的宣泄方式。因此，康熙四年的调寄《念奴娇》唱和，是士人释放内心情感的一次标志性活动。藉着唱

和，词人们既抒发了内心郁积的苦闷，也向彼此表明了心志，以寻求理解和支持。因此，唱和词多为悲

慨万端之作，主要表现为稼轩之风，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试看曹尔堪的开唱词《念奴娇·小

春红桥宴集，同限一屋韵》：

; ӂ ╓ ɟЩ Ӊ ẳ ɟ ͫ

ɟЈ ֟ ι ɟ Њ χ тɟᾹ

ӯж ɟ ɟ Ѝ Η΅ ɟ[1]

曹尔堪（1617—1674），字子顾，号顾庵，浙江嘉善人，是清初词坛名家，官至侍读学士，因族子牵连“奏

销案”而落职，其内心的愤懑不平可想而知的。这首词表面上为羁旅之词，却一改羁旅词表现寂寞孤

独或思乡怀人的传统写法，用拙重之笔，极写一群士人聚会狂欢、借酒浇愁的狂放之态，笔势淋漓、风

格豪放。“赖此醇醪，一浇块垒，顿解唐衢哭”，沉痛之极；“二难四美，我侪豪举相续”，可谓快意之极，亦

是以极乐之景，蕴极哀之情。结拍“遏云酹月，果然丝不如肉”，抒发逸兴，颇有子瞻遗风。全词兼有辛

词之悲慨和苏词之旷达，与“江村唱和”兼具苏辛词风极为相似。当然，曹氏唱和词是偏于稼轩词风

的，如《念奴娇·柬冒辟疆、陈散木》：

Ά Ὂ ɟ ᵩ ἒ ɟ

ɟ ж Ҡ ɟ הּ╞ Ζ ɟЈ

║Ằ Їɟᵜ ḧ ɟ ἀ Ύ ɟ ᴧװ

ɟ[2]

此词通篇用典，用高渐离击筑之悲，表达自己仕宦途穷之悲慨；用抚髀生肉之典，表达报国无门的苦

闷。以“东篱菊”和“倚修竹”这两个典型的文学形象对举，表现了作者复杂的心态。仕途落拓的无奈，

似乎让作者有了陶渊明式的闲淡生活，但闲淡的生活却难掩侘傺无聊的苦闷，“日斜同倚修竹”，正是

反映了作者真实的心态：孜孜以求自己能在仕途上东山再起，为国效力，悲怆凄凉中含忠厚缠绵之意，

是典型的稼轩一格。当然，通篇用典的作法，有掉书袋之嫌，亦是稼轩词经常为人诟病之处。

从总体上看，其他诸家唱和词在内容和风格上也表现了比较相似的特征，或悲慨，或旷达，或兼而

有之，如季公琦的《念奴娇·席罢呈散木次学士韵》：

ṿ ɟ הּ ъ ЇЍ ɟ ΅ Ә

Ϣ ṿ ɟж ᾇ ɟ ♅ Ҡ ᵜ ɟ

Ά ɟϋ ╓ ц ἀ ḧꜗ ɟӑ ᶒ Ψ ỜΗ ɟ[3]

上阕悲慨万端，痛彻肺腑；下阕虽故作旷达，但不离悲感之意，兼有苏辛之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

广陵词坛成长起来的陈维起



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5· ·

Т ﬞ ɟ Ϛ εӟ ϛ ͼ ɟ ᾒ ɟ[1]

抒发怀才不遇、老大无成的悲慨，内心的不满和牢骚溢于言表。词意发露，气势张扬，学辛而有自家姿

态，为陈氏豪放词风的典型一格。再看其《念奴娇·读顾庵先生新词，兼酬赠什，即次原韵》：

ɞכֿ ║ ɟ Ἁ ɟὊ ж

ɟ ɟ Ή ; ɟ

Ѝ   ɟ χ ɟ ͫ ɟ[2]

气势张扬，放诞于外，悲慨于内。明述他人情状，实浇己心中块垒。综看陈维崧的作品，已经形成了

一个稳定成熟的稼轩词风。其它诸家之作，在内容和风格上，亦大体如此。这清楚地表明，稼轩词

风因其悲慨激宕的抒情特色，藉着时代的悲风，在江南词坛迅速地播扬，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特色的

词体创作。

要而言之，1660年代，在满清统治的江南地区，由于政治上的高压和打击，知识分子处于极度的

苦闷之中，这是一个令士人集体感到悲慨压抑彷徨无计的时代。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里，由于词体

在抒情上所具有的深微幽曲的特点，更由于悲慨激宕的稼轩风成为士人门抒发内心情感的最佳选择，

因而稼轩风的词体创作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换言之，时代风云际会赋予了词体创作新的内容，在唱

和作品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念奴娇》唱和的影响下，稼轩风逐渐成为词人创作的主要选择，崛起

为江南词坛的主流。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阳羡词派与1670年左右崛起于常州，“秋水轩唱和”1671年
发生于京师。豪放的稼轩之风终于取代婉约的花草词风，蔚为清初词坛创作的主流。

三、词体选择：抒情与选调、选韵

“江村唱和”与“广陵唱和”选择词体而不是诗体，且分别调寄《满江红》《念奴娇》，与词体的抒情

功能紧密相关，也与《满江红》《念奴娇》词调的抒情特性、抒情传统紧密相关，还与《满江红》《念奴

娇》在词韵上的选择相联系，是对词调、词韵刻意选择的结果，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

面来阐释。

一、唱和选择词体而不是诗体，与词体的抒情功能紧密相关。1660年代，清统治者严厉打击下的

江南地区，笼罩着恐怖的时代氛围，大批的知识分子失路彷徨，无所依托，内心充满了压抑、失望、悲慨

等郁积的情感。借作词抒发内心郁积的情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在创作上的普遍选择。之所以选择

词体而不是习惯上的诗体来抒发情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诗言志的传统诗教观，限制了

人们在诗中追求表达偏于私人的情感。清初江南士人因“奏销案”“通海案”“科场案”等案件而引发的

情感，多属于个人的不满和牢骚，用诗体来表达，与诗言志的创作传统相悖，很难成为人们普遍的选

择。其次，清初文字狱的兴起，压制了人们借诗文表情言志的需要和追求。以康熙为代表的清统治者

精通汉族文化，深晓如何从文化上加强政治统治，控制士人。借诗文罗织罪名是其对付汉族士人、加

强文治的重要手段。诗歌因其所处的正统地位，历来是统治者监控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恐怖的时代

氛围下，文人因诗文获罪乃至丧命是经常发生的。为了避祸，文人们在抒发偏于私人的情感时，往往

回避诗歌。再次，适时兴起的词体满足了人们抒情的需要，这是由词体偏于抒情的特性决定的。正如

王国维所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3]因为词体适于抒发

[1][2]《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第4100页，第4100页。

[3]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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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内心深微幽曲的情感，满足了词人们抒发内心积慨的需要，所以当词人举行集会唱和选调填词

时，就成为彼此切实的选择。

二、唱和调寄《满江红》《念奴娇》，与《满江红》《念奴娇》词调具有的抒情特性和抒情传统紧密相

关。填词被认为是倚声之学，歌词、音乐与情感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古人在填词之前，必先选

调。因为曲调中所表之情，必须与歌词中所表达之情相适应。正如龙榆生指出：“选调填词，必视作者

当时所感之情绪奚若，进而取古人所用之曲调，玩索其声情，有与吾心坎所欲言相仿佛者，为悲，为喜，

为沉雄激壮，为掩抑凄凉，为哀艳缠绵，为清空潇洒，必也曲中之声情，与吾所欲表达之词情相应，斯为

得之。”[1]因此，填词首先要考虑所选词调的抒情特质，这是填词的首要前提。当然，除了考虑词调的抒

情特征，还要考虑词调的抒情传统。

就抒情特征而言，《满江红》《念奴娇》词调能够抒发的情感性质，与词人们需要抒发的悲慨激越情

感是一致的。从词牌的音乐特征与所抒发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来看，《念奴娇》《满江红》与《贺新凉》（一

为《贺新郎》）等词调最适于表现悲慨苍凉的激越情怀，抒发沉咽凄恻的悲哀情绪，这正符合1660年代

词人抒发内心积慨的要求。对于这三种词牌抒情方面的特征，龙榆生曾有论述：“至《念奴娇》、《满江

红》、《贺新郎》三调，例以入声韵为准，取入声之逼侧，以尽情发泄壮烈之怀抱。”[2]唱和调寄《念奴娇》，

正是由于《念奴娇》适于抒发悲慨激越、郁积苍凉的情感。如果联系“秋水轩唱和”调寄《贺新凉》的情

况，就会发现，清初词坛这几次先后发生的唱和，都采用了适于表达悲慨激宕的情感、风格上偏于豪放

的词调，这与唱和所抒的积慨之情正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从创作传统来看，《满江红》《念奴娇》《贺新凉》这三个词调的创作，有一个稳定的抒情传统。苏轼

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辛弃疾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等词，或雄放旷

达，或慷慨悲歌，或苍凉激楚，奠定了豪放词的抒情传统。历代仕途坎坷、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士人

往往为之神往，追和之作不断。元明两代虽词学式微，但都不乏同题同意的和韵之作。降及清代，清

初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激活了这三个词调的创作传统。《满江红》《念奴娇》《贺新凉》三种词调具有

的抒情传统与苏轼、岳飞与辛弃疾等人所具有的文化人格魅力，无疑对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

此，唱和调寄《满江红》《念奴娇》《贺新郎》，就在情理之中。

三、就用韵而言，唱和调寄《满江红》《念奴娇》，也与《满江红》《念奴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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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都显示了唱和的词家具有精深的词学素养，洞悉词韵与所要抒发的情感之间的声情关系。藉以上

分析可知，“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与“秋水轩唱和”分别调寄《满江红》《念奴娇》《贺新凉》，非属偶然，

而是词人们有意选择的结果。作为词坛名宿，曹尔堪显然深明这个道理，三次唱和皆由其首唱发起，

每次唱和换一新调，在变化中又有不变，显示了这位词坛名家精深词学素养与良苦用心。这对提升稼

轩词风的艺术品质，推动稼轩风的兴起和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余 论

在广陵调寄《念奴娇》唱和之前，王士禛在扬州主持风雅，先后倡导发起了调寄《浣溪沙》《菩萨蛮》

等多次唱和，奉晚唐五代、北宋作品为圭臬，接过了云间派的旗帜，偏于艳词创作，表现多为偏于婉约

的花草词风。调寄《念奴娇》唱和，则别开新境，直接“江村唱和”，以南宋豪放词风的代表稼轩词为宗

奉对象，表现出对清初以来形成的创作传统的超越。与“江村唱和”相比，它人数多，规模大，影响广

泛，对于推动清初词风的转折，促进稼轩词风的传播，厥功甚伟。如果联系康熙十年（1671）在京师发

生的调寄《贺新凉》唱和，不难看出“广陵唱和”上承江村唱和，下启“秋水轩唱和”，在清初稼轩风演进

的过程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参与唱和的人物的考察也不难得出类似的结论。曹尔堪、宋琬、王士禄三家，既是“江村

唱和”的三位发起者，也都参与了“广陵唱和”及后来京师词坛发生的“秋水轩唱和”。这正说明三次唱

和之间前后相乘的紧密联系。在江南词坛唱和中成长起来的稼轩风代表陈维崧，从“江村唱和”的追

和者，到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广陵唱和”，其后于康熙七年北上，在京师与龚鼎孶等词人之间的往复唱

和，极大地促进了稼轩风在京师的播扬，推动了稼轩风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这说明曹尔堪、陈维崧

等人不但是江南词坛之间，而且也是江南词坛与京师词坛稼轩风兴起和传播的重要纽带，对于推动稼

轩风在江南词坛和京师词坛的兴起，并逐渐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发挥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如果我们依然采取传统的二元分法，将词体创作传统分为“婉约”与“豪放”二端，则调寄《念奴娇》

唱和与调寄《满江红》唱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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